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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化”界说

年的金秋时节，在风景如画的花溪，召开了一次贵州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把“贵州文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到

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来作探讨，这在贵州史上是破天荒的。有

人提出质疑，认为贵州并没有形成一种单独的文化，只不过是中国

文化的一个局部而已。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贵州的种种文

化现象，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时候都

没有脱离这个母体。然而，从文化的地域差异来看“，贵州文化”这

个概念，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它和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

塞北文化、东北文化、关陇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荆

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文

化。这些区域文化，是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内逐渐形成的，由于

历史、地理和民族的不同，天长日久，产生若干差异，显示出彼此不

同的文化风貌，亦即地方特色。

“贵州文化”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的问题。

它既不像中原文化那样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也不像青藏文化

那样有着浓郁的藏文化特色，既没有塞北文化的粗犷与奔放，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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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江南文化的灵秀与婉约。与邻近地区的文化相比，也有点“似是

而非”：近川者似川，近楚者似楚，近粤者似粤，近滇者似滇，但又非

川、非楚、非粤、非滇，有些不可名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任何

一种地域文化的尺子来衡量它，都不尽合适，这恰好就是它成为一

个文化单元的重要依据。把它纳入汉文化的体系吧，又有大量少

数民族文化存在。说它是少数民族文化吧，事实上汉文化又成了

主流。拿汉文化来说，也不是纯粹的中原文化，仿佛是经过多次过

滤才传入的，使人有“五方杂处”之感。拿少数民族文化来说，也并

非同属一个体系，苗瑶的、氐羌的、百越的、濮僚的都有，而且演化

极其纷繁。

特点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犹如红、黄、蓝、绿的

单一色调是一种特色，由多种颜色组合而成的“花”也不能不说是

一种特色。也许“，杂”就是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这种“杂”，不单

是指它的来源极其广泛，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固有的特质依然保

存。彼此间的渗透、交融是有的，但“同化”中有“异化”“，异化”中

有“同化”，尽管共性逐渐增多，而个性仍很鲜明。或许可以这样

说，贵州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特殊类型，它与

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多元”不同，并未完全交融而为一体，而是“多

元共生”。因此，贵州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

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乃至分子系统。

贵州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导源于各种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另

一方面又深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人与地

密切结合，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风貌 山野与古

朴。严格说来，贵州是个重要的移民区，不但汉族是由外地迁入

的，少数民族也大都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陆续从四面八方迁到贵

州来的。这里是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交汇的结合部，同时又是汉族



第 3 页

移入量超过少数民族的地方。众多的移民，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

习俗进入贵州，经过长时期的接触、碰撞、交流、吸收，构成了一部

和谐、有序而又独特的交响乐。然而，当他们踏入贵州高原以后，

所面临的生存空间，都是峰峦叠嶂的大山。山是贵州最鲜明的地

理特征，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特定环境，也是他们进行文化活

动的共同舞台，这就使多元的贵州文化打上了“山地文化”的印记。

如果说，由多元组成的民族文化是贵州文化的灵魂的话，那么，山

地文化则成为它特有的风骨。

在历史长河中，贵州文化的走向，一方面深受全国形势演变的

控制，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内不边”的特殊身份，其发展往往不能完

全与全国同步。把贵州文化的演进，放在中国与世界的大背景下

来作考察，在历史的屏幕上，即刻显示出一条起伏不定的波形曲

线，并清晰地看到几个重要的临界点。在人类起源及漫长的“史

前”时期，贵州文化因其灿烂而令人瞩目。可是在一段辉煌过去之

后，骤然跌落下来，与商周及春秋战国的繁荣境况根本无法相比。

从秦汉开始与中原文化接轨，可是，这一过程延迟了一千多年，直

到明清才“渐比中州”。戊戌变法时期贵州崭露了头角，但“西学东

渐”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受阻，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到抗日战争时才出

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三线建设”带来了现代的高新技术，但由

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又有许多

困惑。

纵向的比较，使人感到欣慰，贵州文化逐步与全国、与世界接

轨，然而，无论是哪一阶段，它的发展都极不充分，都存在一个较大

的差距，显得“先天不足”，所以，就总体水平来讲，它在全国处于滞

后状态，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使人感到震惊

的是，在贵州这个偏远、落后的山乡，思想文化却不时闪现耀眼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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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不但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有时还一度超前。在程朱理学

笼罩全国的年代，思想界死气沉沉，是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这种沉

寂，激起了轩然大波，而这种新的思想，不是产生于繁华的京城，也

不是发端于阳明的故乡，而是在僻静的贵州龙场。特别是到了近

代，思想更加活跃。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发生了长达 余

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了十几次“反洋教”斗争。戊戌变

法、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贵州都处于领先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

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出在贵州，反映出思想界的斗争相当激烈。抗

日战争中“，战时文化”的高涨，也有过一段辉煌。

站在世纪之交，回眸历史，观照现实，对“贵州文化”不能不引

起许多思考。落后的贵州，产生出先进的思想，似乎有些不合乎逻

辑，有些不可理解。其实，答案就在贵州文化的形成中，因为它是

一种多元文化，因为它是由诸多移民带来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大

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定一尊，不拘一格，思想易于解放，容易接受

新鲜事物，这是贵州文化最大的优点。历史告诉我们，当历史的浪

潮波及到贵州时，贵州文化便呈现一阵兴旺，而潮汐退去之后，又

衰落下来，这与贵州特定的区位有关，因为它远离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只有当中央把视线关注到西南时，贵州才显得重要，汉

代、南宋是如此，明代及南明是如此，抗日战争和三线建设也是如

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值此西部大开发之际，贵州如何抓住

这个新的机遇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开放的意识、科学的态

度，冷静地思考“贵州问题”。

机遇是存在的，但西部大开发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发展的

可能性，而且并不是专对贵州。对西部任何一个省区来说，这种机

会都是平等的，谁能把握时机而又能充分发挥所长，谁就是胜利

者。站在大潮面前，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举棋不定，必然会坐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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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指挥员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

的判断，来源于周密的调查研究。”对贵州省情的深化认识，对贵州

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制定贵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可持续发

展”，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放眼于世界，努力寻求一条未来

发展与进步的道路，而不是鼠目寸光，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这里需

要的是理智，是深谋远虑的理智，是十分冷静的思索。

面对贵州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有必要重新审视贵州省情，理清

战略决策的思路。应当牢固树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指导思

想，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

观点，重新阐释这两句话，认真考虑贵州的前途。人口增长与生态

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爆炸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

题在贵州都显得极其尖锐，因此，在强调人口控制的同时，要响亮

地提出“十年树木”，保护和优化贵州的生态环境。陈履安的《两难

贵州矿业困惑中的抉择 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很有思想的，他主

张“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这是值得注意的。从根本上讲，贵州的

发展，还必须在“百年树人”上狠下功夫，其中许多历史借鉴，何静

梧等人在《贵州社会文 贵州历代著名教师》已经讲明的先导

了。我在这里是想从大文化的角度来作一些探索，在历史寻踪的

过程中，寻觅贵州文化发展的途径，希望对贵州的未来，能够有所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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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聚焦

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贵州文化的时候，首先便聚焦在

民族文化上，这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不可取代的显著特点，不充

分认识这种特质，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贵州文化。贵州古代绝不是

什么“洪荒之地”，从距今 多万年开始，这里就有了辉煌的“史前

文化”，因此，贵州文化已不是“上下五千年”，而 多是从古到今

万年。中华文化是由多种民族文化汇聚而成，在先秦时期，华夏文

化在中原崛起，而在此时，夜郎独步西南，它所创造的文化是西南

民族文化的代表，可惜这失落的文明至今还没有寻找回来，没有人

能够把它解说清楚。同中华文化一样，贵州文化也是“多元”的，这

种“多元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的流动有关，或者说是由

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这是观察贵州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

不同的民族进入贵州，尽管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共处在一

个大致相同的文化生境，受着山地环境的制约，这又形成了贵州文

化的共性，各种文化都打上“山地文化”的烙印，而且相当深刻。在

大山之中，各种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不同时代的文化现象积淀下

来，这就使贵州成为一个天然的民族文化博物馆，有其丰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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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和内涵，它的特点是“既多且奇”，无与伦比。下面，我们将镜

头拉开，依次展开论述，逐一解读贵州民族文化。

石器时代的辉煌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 年），诸葛亮南征，临行之际，给后主

上了一道《出师表》，其中有“五月渡 ，深入不毛”之句。因为这是

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流传很广，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云贵高原便

被视为“不毛之地”。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尽管当时的云贵远

不如巴蜀富饶，但它却有过辉煌的过去，这里是人类起源的地方，

在“石器时代”曾经大放光彩。不过，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渐渐衰落

下来。古老的文明失落了，直到现代，人们才从考古的发掘中，重

新找回那失落的文明。

一

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的云南和贵州，在莽苍深

处，在“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崇山峻岭，曾经是远古人类栖息、繁衍

的地方，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于人类的起源，尽管人类学

家们还持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都公认猿和人有共同的远祖，谁也

无法拒绝承认人是由猿演化而来的事实。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

明，直立行走和智力发展是由猿进化为人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从而

把人类发展的过程分为古猿、直立人和智人三个阶段。古猿是从

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他们生存在距今

万年。真正演变成人是万年至 从直立行走开始的，按照

其体质特征和进化程度，分为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前者生存

万万年至在距今 万年至年，后者生存在距今 万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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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体质上还带有某些原始特征，但脑量接近了现代人，这便进入

了“智人”阶段，亦分早、晚两期，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 万年至

万年，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 万年至 万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

这些听起来有如“天方夜谭”的人类进化史，在云贵高原都留下许

多古老的遗物，能够较清楚地看到从“古猿”到“直立人”，从“直立

人”到“智人”，从“智人”到现代人的发展脉络。

大约在 世纪 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奥斯朋便提出一种

假说，认为人类应起源于亚洲的高原。他的假说并没有错，至少估

计到亚洲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估计到云贵高原有这种可能性。

年，路易斯在印度、巴基斯坦北部边界的西瓦立克山发现了

一具带有 颗牙齿的上颚骨化石，命名为“腊玛古猿（”现统一称为

。他把这种古猿“西瓦古猿 定为人科，可是被人武断地否定了，

但 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波，为年后终于得到公认。

了寻找“北京人”的来源，探寻古人类的迁徙路线，第一次到云南作

考察，从此开始了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活动，寻找失落的古老文明。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在

这个“苍山如海”的高原上，终于发现了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开远

森林古猿”和“禄丰古猿”，它们是“西瓦古猿”的一支。我国目前已

知最早的直立人也在云南找到了，它就是“元谋人”，据科学家们测

定，它属于早期直立人阶段，比“北京人”更为原始，其绝对年代距

万年。晚期直立人目前在云南尚未找到，可是，在贵州今 却发

现了“桐梓人”。贵州发现了早期智人的化石，分别命名为“水城

人”和“大洞人”。在云南发现的“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

“昆明人”，大抵都属晚期智人，与贵州的“兴义人”“、穿洞人”“、马

鞍山人”“、桃花洞人”“、白岩脚洞人”、安龙观音洞人”“、安龙福洞

人”“、长顺青龙洞人”是同一时代的。人类形成、演进的历程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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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高原显得十分清楚，其间并无缺环。这使我们想起了贾兰波先

生的《中国大陆上远古居民》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我国西南广大

地区 根据已有的线索，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正如北京大学

苏秉琦教授论断的一样“：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

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贵州处于云贵高原东部，这里是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因

而，古人类遗址的密集程度在国内是罕见的。令人感到吃惊的是，

六盘水一市，就发现了六枝“桃花洞人”、水城硝灰洞的“水城人”和

盘县“大洞人”。在普定的穿洞出土了两具人类头骨化石，除“穿洞

人”而外，普定还有“白岩脚洞人”“。桐梓人”是在桐梓县城附近的

岩灰洞发现的，在这个县的东南隅又发现了“马鞍山人”。偏在黔

西南的安龙县，有“安龙观音洞人”和“安龙福洞人”。在兴义猫猫

洞发现了“兴义人”，在长顺威远镇发现了“青龙洞人”，如此等等。

云贵高原成为人类起源的摇篮决非偶然，这与它的地理环境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

的，特别是在人类的婴儿时期，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云贵高原有许

多条件适宜古人类的生存、发展，若干条件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

的。它位于 之间，海拔 米至为 米，这北纬

种“低纬度，高海拔”的特点，使大部分地区处在温湿季风区和亚热

带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适宜人类生存，这对于那些依赖

自然较大的古人类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云贵高原又是典型的“山

国”，地形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原、高山、中山、低山和丘陵，还有星

罗棋布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地，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而且往往呈

垂直分布，堪称“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这对于以采集、狩猎、捕

鱼和原始农耕为生的古人类，无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谋生环境。

再说，在云贵高原上，喀斯特地貌强烈发育，特别是贵州部分，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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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然的洞穴，这是古人类栖息的理想处所。在这里，石灰岩出露

面积很广，石料随处可见，这又为发展石制工具提供了丰富的材

料。凡此种种，人类起源于云贵高原并获得发展，完全是情理中的

事情。

有了人，便开始有了人类的历史。尽管说，这是一个渺渺茫茫

的时代，但它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一段，而且是人类

历史文化的源头。按照习惯的说法，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即所

谓“史前史”，而在这一漫长时期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就是所谓“史

前文化”。贵州的“史前文化”，至少可以从距今 万年说起，如果

今后有新的发现，还可能提得更早。由此看来，说贵州文化“源远

流长”，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套话，而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有大

量“史前文化”遗迹可以佐证。只说“源远流长”似觉言犹未尽，因

为这仅仅反映了它时间久远的一面，不能反映它丰富的文化内涵。

贵州的“史前文化”，曾经放射奇光异彩，在全国占有重要一席。

二

“史前文化”即原始文化，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原始社会的各方

面，从人自身的进化讲起，涉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生产工具是“衡量人类控制自然的尺度”，世界各国的考古资料证

多万年出现早期直立人明，从距今 开始，一直绵延到公元前

年左右，人类都使用石制工具进行生产。在人类社会的早期

阶段，几乎毫无例外地制造和使用石器，这就是说，在青铜时代到

多万年的“石来之前，经历了长达 器时代”，石器贯穿整个原始

社会，成为史前时期的主旋律。就整个石器时代而言，大体分为两

个大的段落，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与旧是相对的，大致

说来，旧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多半使用直接打击法，工具类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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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甚显著，后期出现了骨器和角器；而新石器以磨制石器为其特

征，工具种类增多而且分工明显，加工方法多样而且制作趋于细

致，并出现了具有标志性的陶器。古人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留下

许多遗迹，已知的古文化遗址多达数十处，已发掘的有 多处，包

括旧石器早期、中期、晚期的遗址及新石器时代遗址，而且其中有

些具有典型意义。

在本世纪 年代以前，人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搜索历史

文献，翻阅了浩繁的史书，好不容易找到几条关于牂牁、夜郎的史

料，但仔细算来，不过是两三千年的历史。自 年著名考古学

家裴文中先生试掘了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旧石器时

代早期的遗物，贵州的历史线索，突然向前延伸到了 多万年，大

致与“北京人”同一时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它打破了许多

陈旧的观念，推翻了贵州自古是“不毛之地”的谬说，校正了被埋没

和被歪曲的历史，揭开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帷幕，把人们的目光，

引向了极其邈远的太古。

有人把“观音洞文化”称为贵州旧石器考古在全国名列前茅的

“第一乐章”，我看是毫不过分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发掘的时间在

贵州最早，而且的确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结果一经公布，便在

全国轰动，把人们的视线一下子引向从来不被人重视的贵州。裴

文中先生首先肯定它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之一”，并认为这种文化独具风貌。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

河文化和北京周口店文化的话，那么，在南北方有西侯度文化、

方则有黔西观音洞文化。这决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人为的某

种“轰动效应”，而是科学验证了的事实。以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

国通史》，在第二卷中写了这样几句很有分量的话，它说“：在我国

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在与全国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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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化遗址进行了比较之后，又特别指出，黔西观音洞石器，加工

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正是这个原因，黔西

观音洞，与山西西侯度、北京周口店鼎足而三，成为我国旧石器时

代早期有代表性的三种文化类型。

年全国十大在“ 考古新发现”中，名列榜首的就是“盘县

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又是贵州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我国旧石

器时代中期的典型遗址。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全国为数不

多，南方更是寥若晨星，而贵州却发现了三处：一处是桐梓岩灰洞，

一处是水城硝灰洞，另一处就是盘县大洞。就其规模而言，盘县大

洞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极其罕见的，总面积超过 平方米。

虽然它的发掘还在进行之中，但出土物显示的文化内涵已使人感

到万分惊喜，既有人类化石，又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人

工取火的遗迹。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宰剐动物的场所”并不过分，

已出上 目 科，大抵的动物化石近万件，经过鉴定，有哺乳动物

剑齿象动物群属于南方“大熊猫 ”，另有少量鸟类和鱼类化石。

说它 平方米的是“石制品加工场所”也是很恰当的，在已清理的

件石制工作面上，获得了近 品，还有许多石料、石核、石片。

尽管它在“石器工业”技术上仍保持“观音洞文化”的传统风格，但

又有新的突破，出现了一种类似欧洲“勒瓦类哇”型的手斧和一种

类似缅甸“安雅特文化”常见的手镐。这里有面积较大、较厚的灰

烬层，有烧裂的岩石，还有大 石，科学家们推断，这是人工用火量

的痕迹，很可能是用打击燧石的方法取火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分布广、类型多、内涵丰富。这一时期

的主要遗址有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六枝桃花洞、普

定白岩脚洞、安龙观音洞、安龙福洞、长顺青龙洞、威宁草海等。文

化类型多样化是此期的一大特点，大体说来有四大类型：兴义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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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以锐棱砸击法为主，桐梓马鞍山以锤击法为主，普定穿洞的早期

以锤击为主而晚期以锐棱砸击法为主，威宁草海可能是另一种类

型。这一时期的石器，样式多、型制稳定、加工细致，出现了大量骨

器和角器，火的使用愈加普遍。安龙观音洞可能是一支新秀，这个

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逐步演进

的典型遗址，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空白，对于地层学、年

代学、埋藏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整个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

人类的智力已有较大发展，体 的原始特征完全消退，进入了质

“现代人”的阶段。人们的婚姻越出了血缘集团，向外开放，并导致

了氏族的产生，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了“氏族社会”，包

括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农业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

志着人类的经济由“掠夺自然”转变为“生产物品”，从此有了农耕

和养殖，刀与火结合而产生“刀耕火种”农业，人们渐渐定居下来而

成聚落。陶器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它是火与土结合的结果，为

金属的冶炼、铸造开辟了道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一次

大的冲动，掀起了工具改良的热潮，于是，石制工具向着精细化、专

业化方向发展，磨光的石器渐渐取代粗笨的旧石器。

贵州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散见全省各地，主要有石斧、石锛、石

刀、石锤、石凿、石杵、石臼、石箭镞、石网坠、石纺轮、石范等。重要

的遗址不多，只有平坝飞虎山、普安铜鼓山和毕节青场三处，以普

安铜鼓山最具代表性。在这里发现了立柱式房屋遗址、灶和窑，出

余件新石器和一些骨器、角土了 器、蚌器，还有器型多样、纹饰

丰富的陶器。有了刀、斧和锛，人们才可能砍伐森林，开垦耕地。

有了箭镞，便可在远距离杀伤野兽。有了鱼网，捕鱼更有成效。有

了石纺轮，人们开始了纺织。房屋、灶、石杵、石臼以及陶器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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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定居。重要的是在这些遗址中，有了窑，有

了石范、陶范，有了坩埚，这就意味着人类即将迈步进入“铜石并用

时代”，迎接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三

贵州的旧石器之所以令人瞩目，除了有许多在全国占重要地

位的典型遗址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那就是“锐棱砸击

法”。旧石器时代的标志物是“打制石器”，也就是说，制作石器的

基本手段是“打击”，即应用力的冲击作用，先将石料打制成毛坯，

然后仍以打击方法进行二次加工。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打制

技术的发展经过几个阶梯。最为原始的是碰砧法和投击法，事实

上是以石相击而使石料破裂，意向性不很明确，打击的结果也很难

预料。往后进了一步，将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握着一块坚硬的石锤

有目的地朝着某一方向打击，这便是所谓“锤击法”。再进一步，把

要加工的石料放在一块石砧上，一手扶着，另一手紧握石锤猛击，

使之两面受力，这就是“砸击法”，或者叫做“两极打击法”。往后又

出现间接打击法，即将木棒或骨料放在被打击的石料上，通过它们

把力传到石料上而使石片剥落，以期收到较好的效果。然而，在贵

州出土的旧石器，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用常规的方法打制成的，它

是一种既不同于碰砧与锤击，又有别于寻常的砸击方法，考古学家

们把它叫做“锐棱砸击法”。用这种方法打成的石片称为“锐棱砸

击石片”，剩余的石核称为“锐棱砸击石核”，以它们加工成的石器

叫做“锐棱砸击石器”。

这也许是贵州古人类的一大发明，是原始技术的一种创新，从

全国范围来看，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一个重

要表现，由于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头脑渐渐聪明起来，于是加工



第 15 页

的预期性增强，有意识地制造某种需要的工具，因而有可能在锤击

法和砸击法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种打击方法大概是

这样的：先在地面上置一石砧，然后以左手握住放在石砧上的石

料，右手执石锤的侧缘，连续猛击石料。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技术，但在几万年、十几万年前，可堪称是“天才的创

造”，因为，那时人类还相当幼稚，每一点微小的改进，都要经过若

干万年的尝试，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成功，毫无疑问，锐棱砸击法

不仅抛弃了原始的碰砧法与投击法，而且综合了锤击法与砸击法

的优点，作了新的改进。

当然，使用锐棱砸击法打制石器的并不局限于贵州，在西藏、

四川、广西、广东、台湾以及菲律宾都使用这种打制方法。但是，迄

今为止，那些地区的锐棱砸击石器，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而

贵州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有了。从时间上看，首先开创这种

新技术的是“水城人”，其他地区的锐棱砸击法都比它要晚许多世

代。从发展程度来看，其他地区使用的频率、发展的规模都远不如

贵州，这就是说，锐棱砸击法在贵州最为发达，发展最为充分。华

南及东南亚使用的锐棱砸击法，是否都是由贵州传播去的，目前还

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但以贵州最早、最集中、最发达却是不可否认

的事实，是贵州旧石器制造的一个显著特点。锐棱砸击法的首创

件石器，者是“水城人”。在水城硝灰洞中，发掘了 其中有砸击

石锤和锐棱砸 件、锐棱砸击石片 件。击石锤各一件，锤击石片

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水城人”在继承“观音洞文化”锤击法的

基础上有了创新，锐棱砸击法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占了上风，锐棱

砸击石片要占全部石制品的

这种新式技术，到了旧石器时 人”代晚期，在“兴义人”和“穿

那里，又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兴义猫猫洞遗址中，共获得石制品



第 16 页

余件，从中选出 件标本，经过仔细研究，分为石锤、石片、

石核、石器等几类。在石锤中，锐棱砸击石锤占 ，锤击石锤占

，而砸击石锤仅占 。在 件石片中，锐棱砸击石片有

件，占总数的 。石核共 件，其中，锐棱砸击石核为

件，占总数的 以上的石器都是用石片制成的，而用

锐棱砸击石片进行加工的要占 。对石锤、石片、石核和石

器分析的结果表明，锐棱砸击法在这里已成为主要的加工手段，锤

击法降居次要地位，砸击法很少使用，碰砧法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了。在国内，像这样广泛使用锐棱砸击法的遗址，到目前为止，应

当说是独一无二的。

又拿普定穿洞来说，在早期的文化层中，打片方法以锤击为

主，偶尔使用砸击法，可是，到了晚期，锐棱砸击法上升到主要地

位，锤击法已大为逊色，而通常的砸击法简直成了凤毛麟角。这里

使用的石器打制工具，主要是锐棱砸击石锤，很少使用锤击石锤。

早期的石片，有锤击石片、砸击石片、锐棱砸击石片和使用石片四

种，但从第五层以上则多是锐棱砸击石片。石核也是如此，随着时

间的推移，越往后锐棱砸击石核所占的比重越大。刮削器、尖状

器、刃状器等多用锐棱砸击石片制成，砍砸器之类则多用锐棱砸击

石核做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技术演进的图景“，穿洞人”

原先使用的是锤击法和砸击法，以后渐渐采用锐棱砸击法，并以它

来取代古老的锤击法，同时将传统的砸击法加以淘汰。

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除了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而外，其

他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也可以寻其线索，只不过所占的比例不同罢

了。譬如桐梓马鞍山遗址 种，锤击石锤较多，砸击石锤，石锤有

极少，而锐棱砸击石锤又有自己的特点，称为“马鞍山型”。六枝桃

花洞，有一种石锤与水城硝灰洞出土的锐棱砸击石锤相似，而刮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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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多用锐棱砸击石片做成。安龙观音洞出土的石器、石核和石片，

也大体与兴义猫猫洞的出土物相似。以上事实说明，自旧石器时

代中期开始，打制石器的方法渐起变化，新发展起来的锐棱砸击法

逐渐成为石器制造的重要方法，形成了贵州旧石器的区域性特征。

四

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就是骨器和角器的出现。

之所以把它当作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还不是因为制造

工具的材料在石料之外又增加了骨和角，而是因为骨器和角器的

制作在技术上有更高的要求。人所共知，骨和角质地坚硬而富有

韧性，要将它们肢解并做成器物，比之打制石器要困难得多，需要

经过切割、打磨、钻孔、雕琢等工序，这就牵涉一系列技术问题，包

括工具和技能，所以，骨角器的制造，在那样的时代，可以说是一种

“尖端技术”。还应该看到，骨角器的出现，使工具变得轻巧，它的

打磨技术便成了磨制石器的先导，从而成为推动旧石器向新石器

过渡的一种因素。

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上的骨角器并不是

很多的，据说，除贵州而外，其他地区出土的骨角器相加起来不过

两百件左右，主要出土地点，有辽宁海城小孤山、北京周口店山顶

洞、四川资阳黄鳝溪、宁夏灵武水洞沟。然而，在贵州，出土骨角器

的地点，有普定穿洞、兴义猫猫洞及桐梓马鞍山、六枝桃花洞、安龙

观音洞，仅此一点，就使人感到惊讶，因为贵州一地就超过了其他

地区的总和。更使人震惊的是，仅在普定穿洞就出土了近千件骨

器和角器，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一大奇迹。贵州的骨

角器，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它不仅是“独领风骚数百年”，恐怕

应当是数千年、数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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